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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积贫积弱”说再探 *

吴业国

摘 要：学术界长期存在宋代“积贫积弱”说，指的是财政上的贫困匮乏与宋廷在对外战争中长期居于守

势。通过全面、客观、理性的深入探究，可以发现宋代的财政收入数额巨大且持续增长，不存在严重的入不敷出

问题，“积贫”说不符合史实；相较于汉唐明清，赵宋虽然在对外战争中时常处于守势，但其统治仍得以长期延

续，“积弱”说是以偏概全。实际上，宋代是一个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强盛时代，这源于宋代独特的宽容政治和

笃定改革的政治品格，也促成了宋代各项社会事业的全面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明清以来中国的精神面貌

和地方社会治理的基本格局，是谓“盛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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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称誉古代中国最辉煌的时代为“雄汉

盛唐”，对于统治时间长达 320 年的宋朝，则认

为“积贫积弱”是其最典型的历史特征，并将其

界定为两千多年帝制中国最糟糕的朝代，是谓

“弱宋”①。实际上，“积贫积弱”主要是指宋代

财政开支巨大，在与周边政权的战争中长期居

于守势，但在农业、工商业、对外贸易等经济领

域，以及文学、艺术、教育、科技等文教领域，两

宋皆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然而，“积贫积弱”说

长期存在于学术界及大学、中学历史教科书

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此有进一步深入解

读史料，并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诸层面加

以申明之必要。

一、“积贫”“积弱”皆是误解

按照钱穆的说法，宋代的“积贫”主要表现

在“终年闹穷，而且愈闹愈凶，几于穷得不可支

持”［1］533，“积弱”主要表现在“宋代对外之积弱不

振”［1］527。然而，笔者对“积贫”“积弱”进行考述，

发现历史却是另一番景象。

（一）宋代“积贫”是误读

其一，入不敷出的财政局面是赵宋历代君

主制造的“假象”。两宋经常出现财政赤字，但

这并不意味着入不敷出。如神宗初年，苏辙《上

神宗乞去三冗》奏疏，把“三冗”定义为冗吏、冗

兵、冗费，将“三冗”危害国家财计的形势比喻为

“弊车羸马而引丘山之载”［2］，到了非解决不可

的地步。但宋代官方统计的中央岁入并不是其

全部的财政收入，除去隶属朝廷的收入，还有皇

帝亲自掌控并支配的内藏库收入，这部分收入

在数量上是前者的六分之一，却不被计入朝廷

收入的统计数据，其主要目的在于“掌受岁计之

余积，以待邦国非常之用”［3］3907。这些内藏钱物

也经常受到大臣的关注，他们经常劝谏皇帝不

要滥用内藏财赋。如叶清臣曾经上奏仁宗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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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存储非常之用的内藏库，认为“今为主者之

吝，自分彼我，缓急不以为备”［3］9854，失去了内藏

库设置的本意。

在制度上，朝廷所属财税部门也无权过问

内藏库的实际收支状况，真宗专门下诏云“内藏

库专副以下，不得将库管钱帛数供报及于外传

说”［4］1182，违反者将处以极刑。实际上，如果将

皇帝自己操控的内藏收入计入国家财政收入

中，那么宋代便不存在财政上的赤字状况。两

宋时期每当朝廷出现财政上“入不敷出”的情况

时，皇帝往往将内藏库所储存的财物出借给朝

廷，帮助政府平衡财政收支。这既是赵宋皇帝

控制朝廷在财政上的惯用手段，也是两宋时期

历代君主人为制造的财政困窘假象②。

其二，“积贫”的宋代官府始终积蓄着大量财

赋。一般来说，真正“积贫”的官府，在府库之中

不会有太多的财政结余。被王夫之极力批评为

“积贫”的北宋英宗、神宗时期，则有着大量的财

政积蓄和物资储备。譬如英宗治平二年（1065
年）三司统计的国家岁入、岁出数据如下：入

116138405贯，出 120343174贯、非常出 11521278
贯。但除京师外，诸路尚积蓄 160292913 贯③。

由此可见，分处于全国各地的官府储备财物，超

过了朝廷的财政岁入，这并未纳入由皇帝掌控

的内藏库。

北宋末期徽宗在蔡京等人的蛊惑之下肆意

铺张、“丰亨豫大”，这有赖于北宋立国以来日益

雄厚的财赋储备。据史书记载，在北宋灭国之

后的第十一年，金废刘豫时，仍然从开封攫取钱

9870 万缗、绢 270 万匹、金 120 万两、银 6000 万

两，粮 90万石④，数额巨大。

其三，宋人有意渲染财政困难为改革做铺

陈。为了论证北宋改革箭在弦上的紧迫性，以

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突出强调了当时财政、军

事等方面面临的严峻现实，意在通过对比现实

与改革目标，推动变法。面对富国强兵的时代

需求，改革派将“积贫积弱”作为描述宋朝现状

的核心话语，这既是对客观危机的反映，也是为

变法争取舆论支持的策略选择。在此背景下，

王安石向宋神宗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深刻

批判北宋前期以来逐渐形成“上下偷惰”的萎靡

局面，改变落后的理财制度，以及“虽俭约而民

不富，虽忧勤而国不强”［5］697-698的状况。在神宗

的支持下，朝野上下形成“富国强兵”的呼声，改

革派在其章奏之中，多次将现实描述成积贫积

弱的危亡情势，为后代“积贫积弱”说提供了大

量史料误读的空间。

客观说来，宋代财政“积贫”也呈现出新的时

代特征。学术界普遍认为，导致“积贫”的直接原

因在于宋代政府开支巨大。然而深入思考宋代

财政支出，开支巨大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积贫”。

汉唐时期，实行占田制、均田制等土地国有

制度，政府在征发百姓服劳役时，由百姓自备口

粮、兵器、马匹等。赵宋立国之后，太祖“特令一

夫日给米二升，天下诸处役夫亦如之，迄今遂为

永式”［6］。在宋代夫役征发过程中，由官府供给

应役民夫口粮。宋代还大力推广面向社会雇佣

劳役的制度，政府除了负责受雇者的口粮之外，

还要按日支付工钱。不同于汉唐时期应役百姓

自负口粮的无偿徭役征发，宋代政府发放的补

助数额巨大，这势必大幅度增加政府财政开支。

此外，宋代在制度上实施以财政拨款的形

式向民间大量采购物品，并持续不断地向官

府、军队等国家机构提供消费必需品。政府采

购所涉物品规模巨大、数量众多，以往任何朝

代都无法比拟，对两宋社会影响深广。周行己

指出赵宋中央租税所入数额只占地方财赋支

出的十分之四，十分之六则通过钱物籴买的形

式予以采办，“供奉之物、器用之具”也以货币

购买的形式获得，赵宋“物出于民，钱出于官”

的财政再分配，与商品货币经济之间有着非常

紧密的联系⑤。

总而言之，宋代财政存在着大规模的政府

购买情况，给国家财政造成了极大的资金压力，

在促进社会分工和市场发展的同时，也导致大

量货币流入民间，对商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

动作用，带来了宋代商业的繁荣，促进了区域性

专业市镇的蓬勃兴起。

（二）宋代“积弱”是以偏概全

从疆域面积看，宋代远不及汉、唐，而且先

后受到辽、西夏、金与蒙古的威胁，甚至两度亡

国。但实际上，在秦统一之后的历代王朝中，赵

宋国祚仅次于两汉。在 320年间，宋先后与辽、

西夏、金、蒙古对峙，并发生激烈战争，军事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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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穿建国到亡国的整个过程。李华瑞指出，宋

代“积弱”原因有三点：一是北宋和南宋均被金、

元在短时间内灭亡，二是赵宋常常扮演乞求、赔

款、苟且、退让等屈辱的角色，三是宋的防御战

不能在第一时间阻击侵略者于国境防线之外。

他进而点明宋朝“积弱”不能简单地归咎为军事

能力不够强大，而是统治者主观运用客观实力

水平较为低下的一种反映⑥。

王明珂从游牧政权历史的角度指出，相较

于汉唐时期脆弱易分裂的匈奴、突厥，赵宋所要

面对的则是施行二元统治体制，对农耕区和游

牧区实施有效管理，并合理控制北方新兴政权，

而契丹、女真、蒙古等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战斗

力尤为强悍⑦。在逻辑上，如李裕民所说，宋代

先后同数个强大敌人殊死搏斗，并存续 300 余

年，最终落下个积弱评价，难以成立⑧。

与同时代的游牧政权比较，宋代在军事上

不是最强，但这并不能代表其“积弱”。宋辽澶

渊之盟反映出二者在军事实力上旗鼓相当。虽

然辽的骑兵比宋强，但宋的防守绰绰有余。而

且，宋朝在经济实力上远胜于辽，拥有持久作战

的能力，所以双方谁都无法消灭对方。与此同

时，宋的实力虽然强于西夏，但是后者采取“联

辽制宋”的策略，使赵宋无法全力征讨，而在战

争的持续过程中，二者互有胜负，并逐渐向利于

赵宋的方向发展。

与金相较，在战争前期金强宋弱，经过十多

年的战争，双方进入相持阶段，在 1141年达成了

宋金和议。完颜亮屡次试图挥师南下，均以失

败告终。与蒙古相较，南宋在军事上较弱，仍然

坚持抵抗了几十年，并且让蒙古可汗死于钓鱼

城下。这个历史事实说明，南宋在军事力量上

虽然弱于蒙古，但仍然是当时欧亚大陆上的强

国。这与李裕民“难道世界上只容许有一个强

国”⑨的研究结论具有一致性。实际上，历史和

现实的世界往往不只存在一个强国，更不能简

单地将首强之外的其他国家一概划入“积贫积

弱”的行列。

实际上，宋代对外战争的被迫防守局面，与

中唐安史之乱有很大关系。安史之乱使中原王

朝的疆域几乎缩减一半，失去了公元前 121年被

刘汉王朝占据并被中原王朝前后掌控八百多年

的河西走廊。一直以来，河西走廊不仅是中原

王朝重要的贸易通道，也是边防重地和战马驯

养地。河西走廊的失控，使赵宋王朝无法直接

获取战马这种冷兵器时代重要的战略物资，所

以宋朝始终没有建立起一支强大的骑兵来对抗

周边少数民族。更严峻的是，这片土地先后被

强悍的吐蕃人、党项人占领，大大增加了宋朝在

西北方向的防御压力。

宋朝边防劣势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五代

石敬瑭时期北方屏障幽云十六州连带长城落入

契丹手中，而其原因可追溯到唐朝。在安史之

乱前，幽云十六州就是身兼范阳、卢龙、河东三

镇节度使安禄山的地盘，基本不归中央管辖。

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幽云十六州实际上已经

脱离中央。五代之际，中原战乱，北方契丹日渐

强大，这些藩镇不断结交契丹寻找靠山，其根源

就是唐朝中期藩镇割据带来的恶果。

宋朝没有河西走廊，无法组建强大的骑兵；

失去燕山山脉和长城的屏障，契丹、女真骑兵可

以长驱直入中原。这种严峻的对外防守局势，

在古代中国罕有，而造成这种局面的历史源头，

实则在李唐王朝所遗留的结构性矛盾中。

二、“积贫积弱”说的形成过程

透过宋代史实记载和宋以后历代学人的评

价，我们可以梳理出“积贫积弱”说的形成过程，

主要分为宋朝和明清以来两个时期。

（一）宋朝时期的“贫”和“弱”

在宋人文集里未见“积贫”记载，但有“财

困”“财匮”“匮竭”等记载，表示财政上的入不敷

出，可以视作“积贫”的同义词。

其一，弱外实内的财赋分配。这一过程贯

穿整个两宋时期。从财政收支的角度看，宋代

初期财政状况处于上升趋势，并在真宗时期达

到鼎盛阶段，在北宋后期开始出现危机⑩。特别

是在权臣当政时期，他们不顾地方财政困难和

军费开支，竭力上供财赋充盈京师内库。宋廷每

年籴买上供数额巨大，“陪备骚扰，民力不堪”［7］7765，

这种情况开始于徽宗崇宁年间，如当时的婺州

地区税额“几至五倍”增长，情况十分严重。宋

代财政施行挹地方以注中央的政策，如包伟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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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言地方财政长期处于入不敷出的窘境，带来

了地方各种非制度化的法外征敛行为􀃊􀁉􀁓。

其二，南宋财政紧张状况的持续与危机潜

伏。南宋在赋入上“不及祖宗全盛之时”，然而

“用度不减”。宋金和议以后，南宋在财政上大

致能维持收支平衡的基本秩序，但就当时的君

臣用度来说，在战争环境下，几十年来不断“讲

究措置，靡有遗余”［8］2171，随着支出费用日益增

加，岁入不足以“当所出之数”，最终导致时常出

现朝廷中央“仓卒不给之患”［8］2171。这就构成了

整个南宋时期“民力未裕”“财用未阜”􀃊􀁉􀁔的“上煎

下迫”局面。

积弱反映的是南宋人对北宋前中期内政、

外交治国政策的历史反思。方凤认为宋初重文

抑武政策虽然去除了地方尾大不掉的弊端，但

也“酿成积弱”􀃊􀁉􀁕。林 对宋初“兵骄士弛，吏玩

财困，积弱之弊”［9］尤为惋惜。北宋中期仁宗嘉

祐、英宗治平年间由于因循之风，形成了“积弱

之弊，流为安靡”［10］260的局势，当时天下事务、朝

廷制度“柔软而不振”“废弛而不举”［10］260。吕中

就认为西夏元昊之所以敢侵边，是因为仁宗“宝

元、康定积弱之故”［11］。

南宋人对身处历史时代的忧患意识，在时

人对于国势的论述中尤为明显。如王炎与洪适

在往来书信中谈论天下大事“强则易振、弱则难

立，积弱则难立也滋甚”［12］。魏了翁痛心于权臣

以和议之名“操持国柄，士大夫靡然从之”［13］，致

使“国势积弱”。真德秀“以国势积弱”上疏理宗

加强武备，否则“无以奋张而兴起”［14］。到了南

宋后期，文天祥分析当时国势指出：“古今天下

能免于弱者，必不能免于贫；能免于贫者，必不

能免于弱。”［15］

与宋同时代的金和蒙古对宋的认知也存在

着这一看法。如金与宋订立海上之盟时，深知

宋朝“兵弱”􀃊􀁉􀁖。金哀宗在蒙古攻击下行将亡国

时，对宋仍有轻蔑之言：“至于宋人，何足道哉。

朕得甲士三千，纵横江、淮间有余力矣。”［16］元朝

刘岳申比较宋与汉唐，得出“经学不为无功，而

国势不免积弱”［17］的结论。

（二）明清以来“积贫积弱”说的形成

明清之际，以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为代

表的遗民，激愤于明清易代的现实，将宋代贫弱

的情绪带入历史反思中。王夫之在《宋论》中论

仁宗统治前后达 41 年，“解散天下而休息之”，

“国既以是弱矣”［18］118，并认为仁宗之过在于“弛

而积弱也，实不在贫也”［18］119，神宗之误在于“急

以贫为虑，而不知患不在贫”［18］119。王夫之在论

及仁宗朝“积弱”的同时，否定了“积贫”说，并对

神宗朝王安石改革的富国说进行了驳斥。清朝

四库馆臣在述及王安石变法的原因时，将这些

言论沿袭下来，“宋当积弱之后，而欲济之以富

强，又惧富强之说必为儒者所排挤”［19］，所以王

安石义以解经，为变法的合理性制造依据。

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给中国带来重大的劫

难与屈辱，造成中国的贫困孱弱。知识分子阶

层对此痛心疾首，不自觉地将对国家的感情投

射进历史，宋朝便成为抒发悲愤心情的寄托，最

具代表性者是钱穆。1939年，他的著述《国史大

纲》出版，该书两宋之部第三十一章“贫弱的新

中央”，通过“宋代对外之积弱不振”“宋室内部

之积贫难疗”两节目，对赵宋“积弱”“积贫”作了

详细的论述，得出了“对外不振”“内部闹穷”的

结论􀃊􀁉􀁗。这一观点为同时代的吕思勉、张荫麟等

人不断阐释和发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代史学界将两宋时期视为传统中国的衰

落阶段。 1949 年以来形成的“上行下行阶段

说”，进一步固化了宋朝“积贫积弱”的论调。该

学说将古代社会的发展分成上行和下行两个阶

段：在上行阶段，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持续促进

社会经济的发展；在下行阶段，生产关系阻碍生

产力的发展，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造成社会经

济长期停滞或衰退。基于两阶段说，学者们将宋

代简单判定为社会停滞的下行阶段。1963年，

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时，在“五代十国宋辽

金”部分以“积贫积弱”一词描述宋朝：神宗召王

安石为参知政事，“倚靠他来变法立制，富国强

兵，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20］。至此，“积贫积

弱”说，成为大学历史教科书中的定论，流风所

及，似乎也成为当前国人对宋朝的普遍认知。

从“积贫积弱”说的形成过程可以发现，历

史著述者或出于情绪的宣泄，或出于现实的政

治需要，最终得出了有失历史真实的论断。正

因为如此，我们需要以一种客观、理性的态度，

去重新全面审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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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宋代的经济和文化成就

宋代的疆域远不如汉唐明清，且国家多难，

前后遭到金与蒙古的倾覆，学术界存在“弱

宋”的看法。但从经济和文化两方面看，宋代

经济繁荣、财政岁入数额丰盈，文教事业昌盛、

士人风骨凛然，在一定程度上堪称“强宋”。

（一）经济繁荣

宋代在财赋的聚敛方法上，一般多沿用前

代，在财务管控上，也较为正常有序。宋代官吏

军兵众多，财政开支巨大，虽然因为战争时常出

现财政恶化，但并未形成严重的财政危机，其关

键在于禁榷收入的扩大。宋继承并发展唐中期

以来的禁榷法，禁榷项目包含酒、茶、矾、香等，

禁榷立法严密。在北宋立国后，禁榷收入得到

大范围的扩充，如神宗时曾巩所述：“山海之入，

征榷之算，古禁之尚疏者皆密焉。”［21］北宋禁榷

财政有其强烈的现实紧迫性。太平兴国八年

（983年）田锡论其原因：“国家军兵数广，支用处

多，课利不得不如此征收，筦榷不得不如此比

较。”［4］563太宗深以为然，虽也曾想放缓禁榷，但

是军费和官俸支出浩大，禁榷终不得弛缓，愈益

苛重。太宗死后，朱台符谏言：廪禄、驿券，赏

赐、造作等，“他费百端，动计千万”［4］939。但实际

上，宋代皇帝仍然倚重于禁榷收入。真宗即位

后，诏“三司经度茶、盐、酒税”［4］914，颁行条法，

“较课以祖额前界递年相参”［3］4349，景德四年

（1007 年）榷货务岁入达到 800 余万贯􀃊􀁉􀁘。仁宗

朝与西夏征战，军费计无从出，也只得增加禁榷

收入。治平四年（1067年）张方平在一份奏疏中

讲到，真宗景德年中到仁宗庆历五年（1045年），

酒课由 428万贯增加到 1710万贯，盐课由 335万

贯增加到 715万贯，商税更是由 450万贯增加到

1975万贯􀃊􀁉􀁙，禁榷收入成倍增加。最终，北宋前

期由于依赖禁榷收入，导致赋税构成中禁榷和

商税的总数超过田赋及其附加税。如北宋中期

蔡襄在《论兵十事》中，述及钱粮帛三项两税收

入总额为 25769677 贯石匹，约占宋朝总岁入

72511651贯石匹的 35.5%，其余约 64.5%是禁榷、

商税和坑冶铸钱等收入，在宋代财政构成中占

有重要地位。这是宋代“田制不立”和“客户起

移自由”政策下，商品经济蓬勃发展和市镇繁荣

兴起的直接结果。

宋代财政岁入除两税及其增赋、禁榷专卖、

商税之外，还有矿冶、卖官鬻爵、出卖度牒、出赁

官屋以及官田收入等，可谓不择手段。这造成

北宋以来国用军需所费浩瀚之下，东南民力困竭

的局面，“百姓困穷，国用虚竭，利源已尽”［4］4259，

这是历史的一面。然而，宋代经济的繁盛和财

政收入的增加，也是历史真实。

宋代财政汲取能力非常强，特别是禁榷专

卖收入的成倍增加。这离不开生产力的快速发

展和商品经济的日益发达，宋代在这些方面达

到了陈植锷所说的“封建时代的鼎盛期”􀃊􀁉􀁚。与

此同时，也离不开生产关系领域新型租佃关系

的产生和劳动者人身地位的提升。

宋承五代十国，在土地所有制上没有实施

唐初的均田制，而是采取“田制不立”“不抑兼

并”的放任政策，形成了主客户间的租佃关系。

这一生产关系，既不同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豪强

地主控制劳动者及其劳动产品，又不同于均田

制依口分田、客户向官府承担租庸调义务。在

租佃制下，客户需要将劳动收入的一半左右交

给地主，然后地主向国家缴纳赋税。这里的制

度前提是《宋刑统》废除了以往的部曲、奴婢、官

户等条文，“各准良人”􀃊􀁉􀁛。在政策上，太祖将主、

客户全数抄入五等版籍，“定民籍为五等”［3］4158，

客户取得主户名义上的同权身份。仁宗天圣五

年（1027年）十一月诏曰：“自今后客户起移，更

不取主人凭由，须每田收田毕日，商量去住，各

取稳便，即不得非时衷私起移。如是主人非理

栏占，许经县论详。”［7］5954从此，主佃之间进一步

变成双方自愿、来去自由的契约关系，使原本无

田少地的农民有了独立发展的基础，加快了社

会不同阶层间的流动，满足了社会生活中对自

由关系的需求。

宋代社会各阶层中，“取士不问家世，婚姻

不问阀阅”［22］，与唐代“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

上阀阅”［23］的风俗形成鲜明对比。同时，士人观

念进一步变化，打乱了以往士农工商分处的传统

结构，形成“自非朝廷侍从之列，食口稍众，未有

不兼农商之利而能充其养者也”［5］649的局面。这

些变化使整个宋代社会充满了活力，也极大地

宋代“积贫积弱”说再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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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如后人所论：“古者四

民分，后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

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

也。”［24］这就是生产关系变化带来的商品经济发

展和社会价值观念的嬗变。

（二）文化昌盛

人们常从经济、科技、军事、文化、教育等

多个方面衡量一个国家的国力强弱。在经济

实力和科学技术上，宋比辽、金强大得多，不仅

火药、印刷术均出现于宋代，而且造纸术与指

南针大范围应用于宋代，极大地推动了国民经

济发展和文化教育进步。南宋朱熹云：“国朝

文明之盛，前世莫及。”［25］宋代国民素质普遍提

高，促进了文化的发展和繁荣。

其一，宋代是文化教育的鼎盛期。宋代将

崇经办学作为立国之本，教育体制比汉唐完备，

两宋官私书院、私塾村校遍及各地，教育普及程

度较高，进而推动文化普及，满足城乡文化教育

需求。进士、明经诸科，在人才分布上更趋均

衡，地区文化差异缩小，社会文化事业日益昌

盛。诗词、绘画、话本、南戏大量涌现，书法、雕

刻、歌舞、音乐长足发展。

其二，近代学术多发端于宋。宋学流派纷

呈，大师迭出，先后产生理学、新学、蜀学、心学等

儒学学派。诸如宋人倡导的国家至上和民本等

思想，与孟子“君轻民贵”思想一脉相承。又如浙

东事功学派代表人物陈亮言“商借农而立，农赖

商而行”［26］，主张农商并重，“求以相补”，义利统

一，才能富民强国。黄震也认为士农工商“同是

一等齐民”［27］，体现出思想相对开放平等。在宋

代官民生活中，读书、拜佛、斋醮可以并存，形成

儒释道三教融合局面，宋代在思想文化领域取得

重大突破和建树，造就了一个百家争鸣、学术勃

兴的时代􀃊􀁊􀁒。

其三，宋代是中国史学的繁盛期。宋人开

拓古文字学、金石学等学术领域，开创诗话、书

目解题、年谱等图书体裁。袁枢《通鉴纪事本

末》、朱熹《通鉴纲目》，分别开创纪事本末体、纲

目体。另有学案体的《伊洛渊源录》，提出“经世

致用”的治史思想，重视“当代史”研究，将历史

与现实结合起来，思考“历代治乱之迹”，以史涵

育人才。

宋代文化领域的巨大成就，受到学人们的

极大关注和赞誉。王国维指出：“天水一朝，人

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

元、明，皆所不逮也。”［28］陈寅恪有言：“华夏民族

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29］

邓广铭也有论：“宋代文化的发展，既超越了居

于它之前的唐代，也为居于它之后的元明两代

之所不能及，这却是不可争辩的事实。”［30］日本

学者宫崎市定更将宋代称誉为“东方的文艺复

兴时代”［31］。旅美学者刘子健认为：“中国近八

百年来的文化，是以南宋为领导的模式，以江浙

一带为重心。”［32］宋代是中国古代文化光辉灿烂

的时期，深刻影响着近代中国的思想文化。

四、宋代的内政与社会建设

在外患的严重威胁下，赵宋能够实现国力

强盛、维持长期统治局面，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宋

代君臣，尤其是士大夫群体的内部治理，社会建

设成效显著，中央集权与一统思想深入人心，中

国历史上再也没有出现地方严重分裂割据的

局面。

（一）内政建设中的君臣政治风格

宋代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在外患长期威胁

赵宋政权生存发展的背景下，宋代君臣协力加

强内政建设，呈现出极具时代特征的政治风格。

其一，宋代君主常存畏惧之心。赵宋代周，

太祖赵匡胤既无“商周之德，汉唐之功”，更无秦

灭六国的伟力，却以弱势享有天下。按照王夫

之的观点，这凭借的是“天心”，其内核就是一个

“惧”字，“惧者，恻悱不容自宁之心，勃然而猝

兴，怵然而不昧”［18］2。正因为君王以弱势得天

下，所以有畏，不敢“以智慧轻儒素”“以苛法督

吏民”［18］3；畏则宽容，“无责于人，必求诸己”，这

正是儒家精神的一种体现，进而形成宋代养士

之风。

宋代养士的风格就是宽容政治，而宽容之

风源于赵宋家法“不杀大臣及言事官”，确立“兴

文教，抑武事”的“右文”国策。对比汉代，宰相

被杀的例子非常多，宋代对贵为三公的大臣则

无诛杀之罚。两宋之际，金人立张邦昌为伪楚

皇帝，南宋朝廷也只是赐其自尽。此外，宋代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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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事官极为宽容，言事官可以“风闻奏事”。

与此同时，宋代大力改革选才用人的科举

制度，以消除魏晋以来士族门阀政治的不良影

响。科举取士几乎面向社会各个阶层，不断增

加录取人数，形成“学而优则仕”的社会风气。

取士不论出身门第，只要不是重刑罪犯，哪怕是

工商、杂类、僧道、农民，甚至屠户，都可以应试

授官，吸收不同阶层的人入仕。所以，宋代科举

登第者多为平民，如宝祐四年（1256年）601名登

科进士中，平民占比高达 70%􀃊􀁊􀁓。

其二，士大夫精神的觉醒。宋代君臣一直

存在着经济富庶而国家岌岌可危的焦虑，这构

成士大夫群体精神觉醒的内在因素。赵宋初

建，就以士大夫精神砥砺品格。自太宗朝开始，

士人科举进士及第后，由皇帝钦赐《礼记·儒行》

篇，强调刚毅特立的士大夫精神，范仲淹、胡瑗

等人都深受其影响。同时，宋朝允许士大夫批

评朝政，既砥砺士大夫的精神人格，又营造出一

种包容的氛围，加上盛世隐忧的格局，以天下为

己任的精神不断涌现，范仲淹“乐以天下，忧以

天下”成为这一时期士大夫精神的典型。

忧乐观之下的宋代士大夫有两种强烈的倾

向：一是政治改革倾向。前有仁宗朝以范仲淹

为代表的庆历士人强烈要求并推行政治改革，

后有神宗朝的王安石变法。所以，政治变革是

赵宋王朝士大夫群体的共识，直到南宋中后期

理宗朝的杜范仍极力主张改革。二是士人群体

的高度道德自律。士大夫群体具有强大的自我

道德约束力，对自己的私人生活有一种近乎宗

教性的虔诚。比如，司马光、王安石等人拒绝纳

妾，而程颢与王安石均不愿意坐轿子，认为坐轿

是“以人代畜”，所以“朝士皆乘马”［33］。

（二）两宋社会新气象

宋代君臣的人格特征共同创造了两宋社会

思想文化发展的宽松环境，对经济、社会与文化

发展等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两宋社会涌现

出诸多新气象。

其一，社会创新能力突出。宋代是古代科

技发展的高峰期。英国学者李约瑟指出：“每

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找一种具体的科技

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焦点在宋代。”［34］宋代

应用科学或纯粹科学方面的科技发明，在中国

科技史上均为第一，如《梦溪笔谈》的作者沈

括、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毕昇等都是科学巨

匠。而且，宋代农业技术、制造技术、数学以及

医药领域的科技发明取得瞩目成就，均居于世

界领先地位。

其二，宋代各阶层间流动相对通畅。宋代

土地依附关系逐步松弛，社会结构不断调整，各

阶层之间经济地位的升降更替频繁。同时，社

会等级界限日益松动，民众在价值取向上逐渐

趋同，各阶层不断融合，出现了明显的平民化、

世俗化趋势。两宋社会取士不限出身，官民之

间可以相互转化，由贵而贱、由贱而贵，变动频

繁。士农工商都是社会财富的源泉，所谓“士农

工商，各安其业，以相资生”［35］，四民皆本成为社

会共识，商人阶层的社会地位得到大幅度提

高。工商业发展和城市经济的繁荣，使雇佣制

度下劳动者人身依附关系减弱，人身自由度得

到一定的提升。

其三，市民阶层登上历史舞台。宋代市镇

中出现“坊郭户”这种非农业户口，单独“列籍定

等”，成为法定户名􀃊􀁊􀁔。这标志着宋代市民阶层

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群体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成

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宋代募兵制的实

施，也使民户从繁重的兵役中解放出来，从而有

效保障城乡劳动力的稳定以及社会安定。

其四，宋代建立了较为完备的社会保障体

系。首先，荒政制度得到发展。特殊灾荒时期，

官府无偿向灾民提供钱粮衣物，贷钱粮给灾民，

迁移灾民至丰收区域，调拨粮食，动员富户平价

售粮，设置义仓于地方州县等，施行多种灾民赈

济举措。其次，建立义庄制度。义庄多由士大

夫用其秩禄收入买田置办，以收取的租金赈养

族人，对两宋官方社会保障起到重要的辅助作

用。最后，实施养恤制度。宋代各级官府针对

不同对象设置不同养恤机构，如赈济老弱病残

和乞丐的福田院，收养孤寡贫穷不能自存者的

居养院，医治鳏寡孤独贫病者的安济院，养育社

会弃婴的慈幼局，瘗埋因战争或灾害暴尸户外

无人认领者的漏泽园，等等。这些由官府、民间

和寺院主办的养恤机构及相关的社会保障制度

建设，对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积

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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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贫积弱与登峰造极是两宋历史的一体两

面，两者并非截然对立。受时代之影响，如钱

穆、邓广铭及漆侠等学者，分别为积贫积弱论的

呼吁者和登峰造极论的呐喊者􀃊􀁊􀁕。具体来讲，当

处于内忧外患、呼唤变法图存的时候，积贫积弱

论应运而生；而面对革故鼎新、富国强兵时，登

峰造极论就会重振旗鼓􀃊􀁊􀁖。二者各有侧重，前者

是赵宋王朝共时性的基本特征，考量的是赵宋

王朝国家层面的财政与军政能力；后者则是两

宋历史的历时性印记，评估的是两宋社会层面

的经济与文化实力。

赵宋文化由于其成熟、稳定的特质，以及在

理论化、体系化和大众化方面的显著成就，近年

来被学术界誉为“宋型文化”。与此同时，赵宋

在 320年间文治昌明，在国家治理、文化教育和

文学艺术等领域取得辉煌成就。两宋文人政治

高度发展，政治文明高度成熟。宋代名士辈出，

学案纷呈，士人风骨凛然，创造了古代中国政治

文明的高峰，在中华民族精神发展史上留下浓

墨重彩的一笔，为明清之际著名学者王夫之笔

下“世称盛治”的时代。

所谓“弱宋”，其实堪称“盛宋”。两宋君臣

富有改革精神、笃于内治，社会建设呈现诸多新

气象，社会各阶层流动相对通畅，市民阶层兴

起，社会极具创新力，形成完备的社会保障体

系。在国土面积上，宋代虽然不及汉唐明清，但

国祚最为绵长。在外患深重的背景下，赵宋君

臣仍然勉力保持着长治久安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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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urther Exploration of the View of“Long-Standing Poverty and Weakness”
in the Song Dynasty

Wu Yeguo

Abstract: In academic discourse， the Song Dynasty has often been characterized as a period of “poverty and
weakness”，referring to financial poverty and scarcity and prolonged military defensiveness. However，a comprehensive，
objective， in-depth exploration reveals that the fiscal revenue of the Song Dynasty was huge and steadily increasing，
with no chronic imbalance between income and expenditure. The view of“accumulated poverty” does not conform to
historical facts. Compared with the Han，Tang，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lthough the Zhao Song dynasty frequently
adopted a defensive stance in foreign wars， its governance remained stable and enduring. The view of“accumulated
weakness” is inappropriate. In fact， the Song Dynasty was a period of remarkable economic and cultural prosperity.
This was attributed to the Song Dynasty’s unique tolerant governance and commitment to reform， which also
contributed to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of various social undertakings in the Song Dynasty. To a large
extent， it shaped the spiritual outlook of China and the basic pattern of local social governance since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us，it can be called the“prosperous Song Dynasty”.

Key words: long-standing poverty and weakness; the weakened Song Dynasty; the prosperous So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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